
第 ４０ 卷第 １８ 期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０，Ｎｏ．１８
Ｓｅｐ．，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 Ａ 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ＸＤＡ２３０３０１０３）；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１１０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４１５７１１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０⁃２９；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１３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ｈｗｗａｎｇ＠ ｉｕｅ．ａｃ．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９１０２９２２６７

王业宁，周强，王豪伟．中国 ３４ 个省级行政区三维生态足迹动态研究．生态学报，２０２０，４０（１８）：６４３４⁃６４４４．
Ｗａｎｇ Ｙ Ｎ， Ｚｈｏｕ Ｑ， Ｗａｎｇ Ｈ Ｗ．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３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２０， ４０ （ １８）：
６４３４⁃６４４４．

中国 ３４ 个省级行政区三维生态足迹动态研究

王业宁１，２，周强１，２，王豪伟１，∗

１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城市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东西部环境资源不均衡的格局日益加剧，限制了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资源、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 ３４ 个省级行政区进行动态研究，细化不同类型土地的均衡因子与

产量因子，刻画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人均生态足迹广度、生态足迹深度的时空特征，并探讨分析省域间的资本利用格局及其社会经济

影响因素。 主要结论如下：人均生态足迹广度在省域间差异较大，且生态足迹深度均已超过自然原长 １．００；足迹广度在研究期

间呈先降后升趋势，最高值为西藏的 １０．８７—１２．３５ ｈｍ２ ／ ｃａｐ，最小值为澳门的 ０．０２ ｈｍ２ ／ ｃａｐ；且资本流量占用率并不充足，广西

与上海分别仅为 ４７．６８％—６７．３４％、６６．３１％—６８．８８％。 香港、澳门、宁夏的足迹深度远高于中国均值，分别为 １９．２４—２６．０２、

８．６０—１０．８８、４．６０—７．４６，最小值为西藏（１．６４—１．７９），其中耕地、化石能源用地的生态赤字贡献率最高，而林地则为生态盈余状

态。 将各省自然资本利用格局聚类分为 ４ 类并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进行空间分析。 基于改进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并系统性地应用于

中国 ３４ 个省域，本研究定量化各省的自然资本利用格局，可为中国区域间资源配置、政策制定提供基础数据支撑及环境决策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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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东西部自然资源不均衡、不协调的格局日益加剧，限制了区

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危及国家的生态安全［１］。 作为评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工具，生态足迹模

型受到政府与学界的广泛关注［２⁃３］。 生态足迹概念于 １９９２ 年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等提出［４］，
被定义为生产一定人口所消费资源和吸纳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土地的总面积，将能够提供的生物生产性

土地总面积定义为生态承载力，通过对比供需间的差距以评价研究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生态足迹小于生态

承载力时称为生态盈余，反之为生态赤字。 全球平均而言，生态承载力低于生态足迹，２０１２ 年需 １．６ 个地球方

能满足人类所需［５］，并将导致资源存量的过度消耗［６⁃７］。 徐中民等［８］ 基于统计数据得出 １９９９ 年中国的生态

赤字达到 ０．６５ ｈｍ２ ／ ｃａｐ，同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等［４］计算结果相比，生态足迹增加了 ０．１３ ｈｍ２ ／ ｃａｐ，且大部分省份的

生态足迹已超过当地的生态承载力。 Ｙａｎｇ 等［９］基于能源生态足迹模型对中国进行生态安全评价，表明东部

沿海省份的生态压力将有所减小，而西部地区却呈恶化趋势，且生态状况与经济发展在空间上不均衡［１０⁃１１］。
传统的生态足迹模型未能区分自然资本流量与存量，也无法反映生态赤字在世代上的累积［１２］。

Ｎｉｃｃｏｌｕｃｃｉ 等［１３⁃１４］引入足迹广度和足迹深度构建三维生态足迹模型，以表征资本流量和存量的使用状况。 方

恺等［１５］将其引入中国并进行优化与完善，构建资本流量占用率和存量流量利用比两个指标，并评估全球 １１
个国家的自然资本利用状况［１６］。 杨屹与樊明东［１７］ 分析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的生态压力指数及足

迹广度与深度的时空特征，并采用基尼系数、经济贡献系数构建公平性评价模型。 学者评估区域资本流量和

存量的占用及不同类型土地的差异性，探讨生态足迹广度与深度的驱动因素，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足

迹之间的关系［１８⁃１９］。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自然资本利用的强度与结构具有明显的空

间异质性［２０］。 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本文首先计算中国 ３４ 个省级行政区的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以提升模

型可靠性［１１， ２１］，刻画不同类型土地的生态足迹广度与深度的时空特征，并根据生态足迹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探

索其影响因素，为中国及各省的资源利用、产业结构调整、生态补偿政策等提供基础数据与决策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领土陆地面积约 ９６０ 万 ｋｍ２，下辖 ２３ 个省份、５ 个自治区、４ 个直辖市和 ２ 个特别

行政区（为研究表示方便，下统称为省份），如图 １。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

６７％，盆地和平原约占 ３３％；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副热带季风气候，地理景观与气候形态丰富多样，有冰川、
丹霞、沙漠、喀斯特等多种地貌。 东临太平洋，领海由渤海（内海）以及黄海、东海、南海三大边海组成，海域面

积约 ４７３ 万 ｋｍ２。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约有 １３．９ 亿人。 土地资源数量大，人均占有少，且地区分布

不均，生产力空间差异显著。 ２０１８ 年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约为 ９０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主要为《中国统计年鉴》、《台湾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澳门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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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鉴》、《农业技术经济手册（修订版）》、粮农组织数据库、
土地利用数据等，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 计算生

态足迹主要为生物质和能源两部分，涉及生物质产品包

括农产品、畜产品、林产品、水产品；能源类为煤炭、石
油、天然气、电力等，具体见表 １。 所有生物质采用生产

量，能源类则用消费量，以真实表征当地的生态环境压

力［２２⁃２３］，故不需计算进出口贸易调整量。 人口、ＧＤＰ 等

数据来自各省域的统计数据，因研究区域数据量较大，
无法获取的数据则采用相邻年份数据作近似处理。

土地类型面积来源于自然资源部土地调查成果共

享应用服务平台（ｈｔｔｐ： ／ ／ ｔｄｄｃ．ｍｌｒ． ｇｏｖ． ｃｎ ／ ｔｏ＿Ｌｏｇｉｎ）、港
澳台的统计年鉴及全球土地覆盖产品［２４］，根据生态足

迹内涵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ＧＢ ／ Ｔ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作
如下调整，耕地、草地分别为耕地、草地，园地与林地合

并为林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与交通运输用地合并为建

设用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作为水域，考虑到中国是

世界上唯一养殖产量远超过捕捞产量的渔业国家，且各

省份的海水养殖面积难以获取，故而未将海域面积纳入

生态足迹模型；暂不考虑其他类型土地（如沼泽地、沙地等）。

表 １　 生态足迹模型选用的生物能源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

土地类型
Ｌ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生物产量 ／ 能源消费量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

耕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稻谷、小麦、玉米、豆类、薯类、棉花、油料、麻类、甜菜、甘蔗、烟叶、蔬菜、猪肉、禽蛋
Ｒｉｃｅ， Ｗｈｅａｔ， Ｍａｉｚｅ， Ｂｅａｎｓ， Ｔｕｂｅｒｓ， Ｃｏｔｔｏｎ， 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ｒｏｐｓ， Ｆｉｂｅｒ ｃｒｏｐｓ， Ｂｅｅｔｒｏｏｔｓ， Ｓｕｇａｒｃａｎ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Ｐｏｒｋ，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ｅｇｇｓ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牛肉、羊肉、牛奶、羊毛、羊绒
Ｂｅｅｆ， Ｍｕｔｔｏｎ， Ｍｉｌｋ， Ｗｏｏｌ， Ｃａｓｈｍｅｒｅ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茶叶、蜂蜜、水果、木材、橡胶、松脂、生漆、油桐籽、油茶籽
Ｔｅａ， Ｈｏｎｅｙ， Ｆｒｕｉｔｓ， Ｔｉｍｂｅｒ， Ｒｕｂｂｅｒ， Ｐｉｎｅ ｒｅｓｉｎ， Ｌａｃｑｕｅｒ， Ｔｕｎｇ⁃ｏｉｌ ｓｅｅｄｓ， Ｔｅａ⁃ｏｉｌ ｓｅｅｄｓ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鱼类、虾蟹类、贝类、藻类
Ｆｉｓｈ， Ｓｈｒｉｍｐｓ， Ｓｈｅｌｌｆｉｓｈ， Ａｌｇａｅ

化石能源用地
Ｆｏｓｓｉ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ａｎｄ

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
Ｃｏａｌ， Ｃｏｋｅ，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Ｋｅｒｏｓｅｎｅ， Ｄｉｅｓｅｌ ｏｉｌ，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电力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２．２　 研究方法

生态足迹分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建设用地等六部分，利用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汇总

合并至同一土地单位。 计算公式［４， ２５］如下：

ＥＦ ＝ Ｎ × ｅｆ ＝ Ｎ × ∑ ｉ
（ｅｆｉ × ｒｉ） ＝ Ｎ × ∑ ｉ∑ ｊ

（
Ｃ ｉｊ

Ｐ ｉｊ

× ｒｉ） （１）

ｒｉ ＝
∑ ｊ

Ｃ( ｉｊ × γｉｊ）

Ｓｉ
／
∑ ｉ∑ ｊ

Ｃ( ｉｊ × γｉｊ）

∑ ｉ
Ｓ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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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ＥＦ 为研究区总生态足迹（ｈｍ２）； Ｎ为总人口（ｃａｐ）； ｅｆ为人均生态足迹（ｈｍ２ ／ ｃａｐ）； ｉ为土地类型； ｅｆｉ 为
第 ｉ 类土地的生态足迹（ｈｍ２ ／ ｃａｐ）； ｒｉ 为第 ｉ 类土地的均衡因子； ｊ 为生物质生产或消费项目； Ｃ ｉｊ 为研究区第 ｉ
类土地第 ｊ 种项目的生产量或消费量（ｋｇ 或 ｍ３或 ｋＷ ｈ）； Ｐ ｉｊ 为全球第 ｉ 类土地第 ｊ 种项目的平均生产量或消

费量（ｋｇ ／ ｈｍ２或 ｍ３ ／ ｈｍ２或 ｋＷ ｈ ｈｍ－２）； γｉｊ 为第 ｉ类土地第 ｊ种项目的单位热值（ｋＪ ／ ｋｇ 或 ｋＪ ／ ｍ３或 ｋＪ ／ ｋＷ ／ ｈ）；
Ｓｉ 为研究区第 ｉ 类土地面积（ｈｍ２）。

生态承载力计算公式如下：

ＥＣ ＝ Ｎ × ｅｃ ＝ Ｎ × ∑ ｉ
（Ｓｉ × ｒｉ × ｙｉ） （３）

ｙｉ ＝
∑ ｊ

Ｃ( ｉｊ × γｉｊ）

Ｓｉ
／
∑ ｊ

（Ｃ′ｉｊ × γｉｊ）

Ｓ′ｉ
（４）

式中， ＥＣ 为研究区生态承载力（ｈｍ２）； ｅｃ 为人均生态承载力（ｈｍ２ ／ ｃａｐ）； ｙｉ 为第 ｉ 类土地的产量因子； Ｃ′ｉｊ 为
研究区上一级行政区第 ｉ 类土地第 ｊ 种项目的生产量或消费量（ｋｇ 或 ｍ３或 ｋＷ ｈ）； Ｓ′ｉ 为研究区上一级行政区

第 ｉ 类土地的生物生产面积（ｈｍ２）。 以各省份逐年实际土地产出能力作为基准计算均衡因子、产量因子，充分

体现中国自然资源的空间异质性。 因香港、澳门地区的生物质、能源基本上依赖外地输入，故选用临近地区即

广东省的均衡因子、产量因子以避免零值计算。
基于上述模型，引入足迹广度与深度以表征资本流量占用和存量消耗。 公式［１３， １６］如下：

ＥＦｓｉｚｅ ＝ Ｎ × ｅｆｓｉｚｅ ＝ Ｎ × ∑ ｉ
ｍｉｎ ｛ｅｆｉ，ｅｃｉ｝ （５）

ＥＦｄｅｐｔｈ ＝ ｅｆｄｅｐｔｈ ＝ １ ＋
∑ ｉ

ｍａｘ ｛ｅｆｉ － ｅｃｉ，０｝

∑ ｉ
ｅｃｉ

（６）

ＥＦ３Ｄ ＝ ＥＦｓｉｚｅ × ＥＦｄｅｐｔｈ （７）
式中，ＥＦｓｉｚｅ、ＥＦｄｅｐｔｈ、ＥＦ３Ｄ分别为生态足迹广度（ｈｍ２）、足迹深度和三维生态足迹（ｈｍ２）； ｅｆｓｉｚｅ 、 ｅｆｄｅｐｔｈ 分别为人

均生态足迹广度（ｈｍ２ ／ ｃａｐ）与深度。 较小的足迹广度与较大的足迹深度表明区域可持续能力较弱，反之则

较强。
引入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以表征不同类型土地需求与供给的均衡性，公式［２６］如下：

Ｈｅｆ ＝ － ∑ ｉ
（Ｐｅｆ

ｉ × ｌｎＰｅｆ
ｉ ） （８）

Ｈｅｃ ＝ － ∑ ｉ
（Ｐｅｃ

ｉ × ｌｎＰｅｃ
ｉ ） （９）

式中 ，Ｈｅｆ 、 Ｈｅｃ 分别为 ｅｆ和 ｅｃ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Ｐｅｆ
ｉ 、 Ｐｅｃ

ｉ 为 ｅｆｉ 、 ｅｃｉ 的占比，若研究区内各类土地占比均

衡，则 Ｈｅｆ 、 Ｈｅｃ 应分别为最高值 ｌｎ６、ｌｎ５。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生态足迹广度

生态足迹广度表征自然资本流量占用的状况，因资源禀赋的不均衡性，中国 ３４ 个省的人均足迹广度具有

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图 ２）。 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人口密度低的东北、西北地区，低值则位于人口稠密的华东、华
北地区。 中国人均足迹广度呈先降后升趋势，年际波动幅度很小，各省份间的差异较为明显。 西藏的足迹广

度最大，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０．８７ ｈｍ２ ／ ｃａｐ 波动上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２．３５ ｈｍ２ ／ ｃａｐ；其次是青海，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５．７６
ｈｍ２ ／ ｃａｐ 下降至 ２０１６ 年 ４．７３ ｈｍ２ ／ ｃａｐ，年均降低 ２．７８％；内蒙古、黑龙江等省份也高于中国逐年平均值 ０．９８
ｈｍ２ ／ ｃａｐ。 香港、澳门两个特区最低，分别为 ０．０３ ｈｍ２ ／ ｃａｐ、０．０２ ｈｍ２ ／ ｃａｐ，研究期间基本无波动。 资本流量占

用率的空间差异性显著，最低为广西（４７．６８％—６７．３４％）与上海（６６．３１％—６８．８８％），其人均生态足迹广度较

低，大部分林草地资源尚有流量未被占用，但总体上仍处赤字状态；最高为青海（９６．４８％—１００．００％）、内蒙古

（９１．５３％—９７．８０％），其人均资本流量处于第二、三位，且基本处于完全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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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各省的人均生态足迹广度

Ｆｉｇ．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ｓｉｚｅ （ＥＦｓｉｚｅ）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ｏｆ ３４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足迹广度作进一步分析（图 ３）。 中国各省的足迹广度在土地类型组分中贡献

度不同，大致可分为 ４ 类。 西藏、四川、湖南等大部分省份的耕地足迹占绝对优势，占比为 ７５．００％以上，主要

因素是人口密度低，耕地面积较为充足；天津、上海两个直辖市的草地足迹占比较高，分别达到 ８９．４９％—
８７．３１％、６３．２０％—８８．７３％，后者年际波动较大，与极高的均衡因子、产量因子有关，草地单位面积产量相对较

高，且其建设用地（１９．０８％—９．８２％）、耕地（１６．１９％—５．９１％）占比均呈下降趋势。 北京的草地足迹占比为

３８．６９％—４７．８２％，仍高于建设用地和耕地，其建设用地占比稳定上升，耕地占比则波动下降，与其高速城镇化

直接关联；福建、海南、台湾等毗邻海域的省份其水域足迹占优势，逐年平均占比为 ５１．９７％—５５．６９％，耕地、草
地次之，该类省份气候温和湿润，无霜期长，适合稻谷、茶叶的种植，农牧渔业均较发达；香港、澳门的建设用地

占比较大，表明其城市化程度已为高度发达，而其资源则严重依赖外地输入。 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各省均面

临耕地、林地、草地减少的压力，应加强科技创新以提升物质生产与资源利用效率。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最高

的省份为山东、浙江、海南等，其疆域毗邻江海，陆地、水域面积均较大，可利用土地类型的均衡性较强；最低的

省份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受地形、气候等限制，高原山地丘陵较多，其可利用土地类型单一，耕地赤字相对较

大，足迹广度组分均衡性较弱，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仍有较大潜力。
３．２　 生态足迹深度

生态足迹深度表示资本存量的消耗程度，当资本流量不足以维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则转为消耗存量，此
时足迹深度大于自然长度。 在 ３４ 个省份中，足迹深度均超过 １．００（图 ４），且大多数省份超过同期的全球足迹

深度（２．５１—２．６０） ［５， １４］。 足迹深度高值区分布于东北、华东、华北地区，中值区主要分布于中西部，低值区则

分布于西南、华南地区。 研究期间西藏、黑龙江、台湾是足迹深度最小的省份，分别为 １．６４—１．７９、１．８７—１．９４、
１．８１—１．９８；香港、澳门、宁夏是深度最大的省份，分别为 １９．２４—２６．０２、８．６０—１０．８８、４．６０—７．４６。 时间序列上，
大部分省域的足迹深度呈持续增加趋势，辽宁、浙江、台湾等基本无波动，内蒙古、吉林、上海呈下降趋势，河
南、广西、云南等则呈先升后降的趋势。

在足迹深度的组分上，黑龙江、江西、重庆等耕地赤字组分占比较大，上海、香港等化石能源用地赤字占绝

对优势。 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高度发达的城市及贵州、青海等人口较小的省份其建设用地组分逐渐呈赤

字状态，大部分省域仍处于盈余，表明中国各地城市化进程均在加速，尚有部分富余的可利用土地。 山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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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各省域生态足迹广度组分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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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天津、江苏等省的能源足迹均处于高值，前两者为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输出地，因人口少呈较高赤字；
后两者则属于能源高消费地区，能源足迹赤字较高，但仍将间接增加西部能源基地的生态压力。 天津与北京

的煤炭消费量比值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５５ 倍增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９９ 倍，焦炭比值由 ４．１０ 倍增至 ４２２５．１９ 倍，其能源足

迹远高于北京，足迹深度仅略高于北京，与耕地、草地的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较低有关。 各省的林地基本上均

呈生态盈余，林产品产量一直控制在承载能力内，受益于退耕还林、森林资源保护等政策。

图 ４　 中国各省生态足迹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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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三维生态足迹

人均三维生态足迹表征自然资本的需求量，高值区分布于人口密度低的西藏、青海、宁夏等，低值则位于

人口稠密的澳门、北京、香港等，各省间的差异较显著，且大部分地区呈增加趋势。 西藏的人均三维生态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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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７．８３ ｈｍ２ ／ ｃａｐ 波动降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７．６６ ｈｍ２ ／ ｃａｐ，又激增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２．０３ ｈｍ２ ／ ｃａｐ，与
其协同增长的足迹广度与深度有关；青海、内蒙古呈先增后降的趋势，新疆、陕西等大多数省域呈持续上升趋

势，仅上海、北京、澳门等逐年下降，与本地生物质产出量降低有关，但其足迹则通过资源流通而转移至外地。
单位 ＧＤＰ 的生态足迹可表征资本的利用效率，以万元 ＧＤＰ 作为评价单元，计算万元 ＧＤＰ 三维生态足

迹，发现 ３４ 个省份的万元 ＧＤＰ 足迹在研究期间均下降，空间上“自西向东、由北至南”呈显著的降低趋势，侧
面反映出地区间的经济发展阶段。 西藏、青海的万元 ＧＤＰ 足迹远高于其他省份，与其较低的人均 ＧＤＰ 直接

关联，表明其仍属于粗放型经济，主要依赖广袤的土地资源置换第一、二产业 ＧＤＰ，但在研究期间其降低幅度

最为明显，分别为 １１．９６—６．３０ ｈｍ２ ／万元、５．８５—２．６６ ｈｍ２ ／万元，表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 １．９０—２．２０
倍，正在向绿色可持续发展过渡；澳门、香港、北京等第三产业发达的都市其万元 ＧＤＰ 足迹最低（０．００４—０．０６
ｈｍ２ ／万元），与足迹转移至外地省份有关，也侧面反映出本地较高的资源利用率。
３．４　 资本利用空间格局

对中国各省自然资本利用的空间格局作进一步分析，３４ 个省域的人均足迹广度与深度具有明显互补性。
西藏、青海等广度较高的省份其深度较小，而澳门、香港等则相反，与人口密度高度关联，且与本地自然地形、
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格局有关。 以各省足迹广度与深度的中位数为基准，以评估各省间资本利用的差

异性，将中国 ３４ 个省的资本利用状况分为 ４ 类（图 ５），并得到资本流量占用与存量消耗的空间格局（图 ６），
具体如下：

图 ５　 中国省域资本利用模式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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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资本存量重度消耗型。 该类省份其足迹深度高且广度小，本地资本流量占用低，存量消耗程度高，包括

香港、澳门 ２ 个特区，山西、河北 ２ 个华北省份，江苏、山东、上海、浙江等 ４ 个华东省份，贵州、重庆 ２ 个西南省

份，以及陕西、广东、河南等共 １３ 个省份。 此类省域人口密度较高，较低的资本流量难以维持可持续发展，本
地资本存量消耗严重。 该类型 １３ 个省份平均足迹广度仅为 ０．２６ ｈｍ２ ／ ｃａｐ，平均足迹深度达到 ５．１４—６．３６。

ＩＩ：资本存量中度消耗型。 该类省份足迹深度较高而广度较大，本地资本流量占用较高，存量消耗程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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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ＩＩ 类区包括宁夏、新疆、甘肃、辽宁等 ４ 个省份，其土地面积大，但可利用资源受限，人口密度较低，人均资

本流量相对较高，本地的存量消耗较为严重。 ４ 个省份平均足迹广度为 ０．７５—０．８３ ｈｍ２ ／ ｃａｐ，足迹深度为

３．４０—４．５５。
ＩＩＩ：资本存量轻度消耗型，包括北京、安徽、湖北、广西等 ４ 个省份，其足迹深度（２． ４１—２． ７３）、广度

（０．３４—０．３５ ｈｍ２ ／ ｃａｐ）均较小，本地的资本存量消耗程度相对较低。
ＩＶ：资本存量微度消耗型，包括西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台湾、福建、天津、吉林、四川、江西、海南、云

南、湖南等 １３ 个省份，其平均足迹深度较低（２．２６—２．５０），足迹广度较大（１．８３—２．０２ ｈｍ２ ／ ｃａｐ），本地的资本

流量占用较高，减缓了资本存量的消耗程度。
研究期间部分省域的资本利用类型有所变化。 河南从 ２０１０ 年由 ＩＩＩ 类转为 Ｉ 类且持续至 ２０１６ 年，表明

其资本流量占用不变而存量消耗加剧；北京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处于 ＩＩＩ 类区，２０１６ 年其足迹深度增至资本重度

利用区；天津的存量消耗有所减缓，人口密度在 ２０１２ 年超过北京，但其足迹广度仍高于北京，逐渐由 ＩＩ 类过

渡为 ＩＶ 类区；云南、广西由资本中度利用类型改善为微度消耗型。
资本利用类型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地域集聚性。 Ｉ 类区集中于东部沿海及中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 同时作为粮食的主产区，其本地生产性足迹压力较大，由于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本流量占用相对较

低，存量消耗过多；ＩＩ 类与 ＩＩＩ 类呈零散分布，前者位于人口稀疏的西北地区，可利用土地较少，科技发展相对

滞后，受制于自然禀赋，后者因人口稠密导致人均资源拥有量较低，主要受社会因素制约。 ＩＶ 类则多为西南、
北部省份，呈带状分布，人口密度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本利用呈流量高、存量低的趋势，主要受益于人

均森林资源、牧草地、水域资源较为丰富。
３．５　 讨论

资本利用格局与已有研究结果有所差异。 张可云等［２７］ 采用经典模型计算中国 ３１ 个省份的生产性生态

足迹，方恺等［２８］利用三维足迹模型计算生产性足迹，并聚类分析 ３０ 个省份的资本利用类型，其均衡因子与产

量因子均直接采用全球公顷；Ｙａｎｇ 等［９］利用能源足迹模型评价 ３０ 个省份生态压力的空间格局，自西至东由

生态安全过渡为亚安全，上海与天津两市呈极不安全状态，与本文结果基本一致。 较能源足迹模型的时空差

异性更显著［９］，表明研究方法也是影响结果的重要因素［２９］。 综合考虑物质生产与能源消费足迹，并将均衡因

子与产量因子本地化［２２］，本文更准确评估各省真实的生态压力，尤其是化石能源与建设用地的盈余 ／赤字状

态。 香港、澳门、北京、上海等高能耗大都市的资源基本靠外地输入，比如香港 ２０１６ 年蔬菜消费量为 ８５．００ 万

吨，而本地的生产量仅为 １．４２ 万吨，内地供港占其日常消费量的九成；澳门则完全靠服务业发展，生物质与能

源严重依赖进口，但能源消费的足迹对当地仍产生生态压力，而碳足迹占比较大［３０］。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更

多为煤炭、石油等非再生能源，且地域分布不均衡［１０］，物质流通产生的足迹在生态评价中不能忽视［３１⁃３２］。
各地区资本利用的同时应加强环境保护力度，改进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提高清洁能源的供应比例，向

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模式转变［３３］。 Ｉ 类区的广东、山东、河南、江苏其人口居中国前五位，是导

致资本利用重度消耗的主要影响要素；而陕西、重庆、贵州等省的人口较低，但其生物质产出量较大，更多地辐

射至周边省区如北京、香港等，属于生态足迹的“源”，在资源供需上应建立更高效合理的流通渠道［３２］。 西部

地区的人口密度增速较为明显，资本流量占用率逐年增加，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导致足迹深度有所增加，表明

其资本存量消耗程度趋于严峻，但其可利用土地占据较大的开发优势，人均足迹广度仍有提升能力。 作为中

国第一、二大岛屿，且位于相似的地理位置，台湾的陆地面积约为海南的 １．０６ 倍，但人口是海南的 ２．６２ 倍，其
足迹深度不足海南的 ３ ／ ４，资本利用效率显著高于海南，与其更合理的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规划有关。 广西、
福建等因夏季制冷、冬季取暖的能源消费量较低，资本存量消耗程度较弱，资本流量占用较高，在本地资源支

撑下更具可持续性。 随着城市化与居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大部分省份的生态足迹结构有所优化，可持续性有

所增强［３４］。 同时，发展人力资本如教育对于削减生态足迹有重要作用［３５］，需加强该方面的研究。
生态足迹模型仍有数据库及方法的缺陷。 首先需加强生态足迹源清单的完善，特别是国家、省份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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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中国省域资本利用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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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运输数据，通过空间大尺度的长时间序列研究，分析生态足迹的“源”与“汇”，可更准确地指导区域间的

协调发展。 同时，将人口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货运量、居民消费等指标纳入模型，以提出更具可行性

的政策建议。 文中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仅表征生物生产功能，未考虑生态系统提供的其他福利［１， ２０］，比如沼

泽地的气候调节、碳封存等功能，模型仍需进一步完善。

４　 结论

基于改进的三维生态足迹模型，细化各省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不同类型土地的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更准确地

表明 ３４ 个省份在中国相对的生态压力，对各省域的生态足迹广度与深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刻画，探讨其社会经

济的影响因素，并对自然资本利用的空间格局作了深入分析。 主要结论如下：（１）各省在研究期间人均生态

足迹广度差异较明显，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北地区，低值区位于华东、华北地区，且六种类型土地组分的

贡献度不同。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其可利用土地类型的均衡性较强；（２）各
省的足迹深度均超过自然原长，且呈持续增加趋势，高值区分布于东北、华东、华北地区，中值区主要为中西部

省份，低值区位于西南、华南地区，耕地、化石能源用地组分的贡献率较高；（３）将 ３４ 个省份的自然资本利用

状况划分为资本存量重度、中度、轻度、微度消耗型等 ４ 类区，与其自然地形、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状况的空间

格局有关，具有明显的地域集聚性；（４）各省域的万元 ＧＤＰ 足迹在研究期间均有所下降，空间上呈“自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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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由北至南”的降低趋势，侧面反映出不同地域间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为区域间生态补偿、环境管理政策的

制定提供理论支撑与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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